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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

——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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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利用 2020 中国乡村振兴调查

（CRRS）的数据，探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群体差异。研究表

明，村庄民主中蕴藏着幸福效应，村庄民主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此同时，路

径机制分析显示，村庄民主可以通过增强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抑制基层腐败以及改善农

村居民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等途径增进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村庄

民主可以显著影响高中学历以下、60岁及以上以及完成了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农村居民的幸

福感。因此，为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可以从重视村庄民主过程，提升农民民主参与；维

护干群关系，增进政治信任；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腐

败治理；关注老年群体的民主事项和农村居民的财产稳定性等途径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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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幸福感问题。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感[1]。党的十九

大报告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提出使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为民造福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裕，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满足愈益重

视，更加关注“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幸福”。目前，中国正处于由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过渡的新时期，

如何增强农民的幸福感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要议题[2]。

在学界，幸福感被视为“隐藏的国民财富”。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相对丰富，学界基于不同的

学科背景、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对居民幸福感展开了研讨。总体而言，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一是关

于幸福感的定义讨论，幸福感的讨论中，主要受到边沁“快乐论”和亚里士多德“实现论”的影响。以

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为主的学科将幸福看成是具有等级结构性的复杂心理活动，认为幸福是个体的

一种主观感受，且主要包括对生活满意度、情绪及感情的评价[3]。因此，幸福感类型中，主观幸福感作

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较多采纳。且在民众幸福感的研究中，多是以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的李克

特量表进行表征的，单项综合的幸福感测量通常采用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或十分序列法等[4]。二

是关于幸福感的测度研究，在定义讨论的基础上，幸福感到底如何衡量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2024⁃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20&ZD163）。

*为通讯作者。



（总173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中，测度维度上，多元指标成为基本共识。Ryff等认为，幸福感应当包括良好关系、环境掌控、个人

成长、人生目的、自我接纳以及自主性 6种维度[5]。Waterman等指出，幸福感是自我发现、生活目的、

潜能感知、活动投入、人格展现和追求才智等方面的集合[6]。三是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居

民个体特征来讲，研究显示，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健康等均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居

民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人口数量、社会关系等都会影响其幸福感[7]。从居民与组织的关系来看，农

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8]、社会文化组织[9]以及参与村庄选举等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增益作用[10]；

从居民与外部宏观环境而言，一方面，外在的自然环境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主观感知的环

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农民幸福感[2]，反之，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幸福感的提升[11]。另一方

面，人文环境上，经济增长、收入差距、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12]以及阶层认同[13]、公共服

务[14]等宏观社会环境均显著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诚如上文所言，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其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作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

庄政治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嵌入在农户生活环境中。基层民主是我国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

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5]。

事实上，在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变革的背景下，农村居民通过民主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6]。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基层治理的强调，村庄民主建设逐渐迎来了新征程和新高度。学界关于中国村庄民主与幸福感

的研究不多，较早关注该话题的是陈前恒等[17]，其研究实证了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

从民主内涵来讲，研究发现，相较于西方主流的程序民主，中国民众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更偏向于符合

民本思想的实质民主，对实质民主的认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民主程度的满意度，进而促进其主观幸

福感的增强[18]。村庄民主实践中，农民参与村庄选举和村民大会均对其幸福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10,19]。但已有研究中，只是对二者的关系以及异质性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未就民主幸福增益

的路径机制作进一步讨论。基于此，笔者尝试以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村庄民

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边际贡献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既往村庄民主与幸福感的研

究中，对幸福感的测度大多采取主观幸福感进行测度，容易导致较大的测量误差；本文纳入更为丰富

的含义，将农户幸福感的定义进行多维度嵌入，对农户的幸福感知进行更为细致的刻画。其二，现有

文献对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已有探究，但关于村庄民主的幸福增益机制的分析还不甚清

晰；本文在探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村庄民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

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边界与内容。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连续体上对其生活状态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主

要包括个体的认知评价和某种程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20]。关于幸福的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幸福增

加的决定主要是财富的增长决定的。但“伊斯特林悖论”的核心观点指出，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并

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甚至是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此，居民幸福感不仅与财富收入有关，同时

还与个体特征、生态环境，以及经济与政治环境有关[7]。政治环境中，民主作为核心内容被广泛谈起。

从民主实践的现实运作来看，民主制度的支持不仅需要公民主动地进行民主实践，而且需要公民对

政府及其机构以及政治行为者的信任。这种政治信任在推进和维持民主实践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

言而喻的，它不仅塑造着政府认同，而且也塑造着民主实践的形式和民主实践的社会影响[21]。基于民

众政治生活的视角，这种社会影响关联着民众的幸福感知，是增进民众幸福的催化剂。当然，民主实

践也不通常都是一帆风顺的，民主进程中的腐败滋生严重影响着民众生活福祉的期待和实现。事实

上，腐败已成为全世界民主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难题，且与各国政府绩效和民生福祉息息相关。新中

国的民主进程表明，腐败治理与民众的幸福感密切关联。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就

越强[22]。此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为居民社区环境的主观体验，进而影响着居民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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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知。因此，基于民主的视角，“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环境依赖性特征，这种环境依赖性来源于民

众对政治信任、腐败抑制以及社区环境的情感反应。

1.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在民主与幸福感的研究中，关于二者的讨论历来已久，相关研究显示，政治环境尤其是国家的

政治体制与其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其国民的幸福感

越强。从民主制度的结果来看，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决策和权力更可能贴近民意和受到监督，其

民主运行的结果更有利于提升公众政治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民众的幸福感。从民主的过程来

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通居民有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以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民

主制度赋予了普通国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为居民提供了影响政治过程与政策结果的工具，从而创造

了“程序效用”。村庄作为国家的基层单元，村庄民主是国家政治的微观体现和基础支撑，其政治活

动直接反映了国家政治在基层的贯彻与实践。村庄政治的稳定与否、民主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国

家政治的稳定和民主化进程。同时，村庄民主也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来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重要方面。通过村庄政治的参与和实践，可以培养和锻炼村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能力，为国

家政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村庄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农村居民政治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民

主参与是人民群众在基层直接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过程，其结果既关乎农村居民切身生活，也关乎

他们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精神需求的满足[16]。一方面，村庄民主可以增强村民的群体价值认同和个

体自信。参与村庄的决策过程可以让农村居民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和需求被重视和认可，从而增强

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心。当村民们能够决定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时，他们会感到更有尊严和

价值，这种群体认同感和个体自信的提升无疑会增进其幸福感。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的过程能够提

高公民的民主技能与“政治效能感”[23]。农民能够从民主参与中获得基于责任感、归属感的幸福满

足。具体而言，农民能够通过村庄民主参与获得加强社会联系、满足表达自我、被人倾听、被人尊重

的需求[17]。这些积极的情感有助于农村居民获得“体验幸福”。另一方面，村庄民主参与可以提升

村民的参与感与控制感。村庄民主提供了农村居民表达意见与诉求的渠道，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

到决策过程中。这种参与过程让农村居民感受到村庄归属和主人翁意识，由此增加了村民的控制

感。研究表明，控制感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控制感来源于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感，

控制感会转化成一种持续的自信；当人们感到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时，有助于减少消极情

绪，从而提高幸福感[24]。同时，村庄民主形成的结果，代表了多数人的诉求和意愿，参与结果表现为

村庄民主参与的效能。因而，民主决议的参与和实施，有助于满足农民的参与诉求，进而提升农村

居民的幸福感。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村庄民主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2.村庄民主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机制

（1）机制一：政治信任的中介作用。公众的民主参与是培育公民政治技巧、塑造合格公民的重

要途径。公众参与可以增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公众与政府的盲目对立，增强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因此，公共管理者倡导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村民村

庄民主参与对政治信任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增进农村居民

的制度认同。有研究表明，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村社公共生活的重要动力[25]。

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民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价值基础与运作机制，有助于民众更好地理解和

认同政治制度，从而提高其政治信任。其二，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提高政体合法性。当政策决策过

程中有民众的参与时，有助于提高其政策合法性，因此，村庄民主参与使得民众更加支持与认同政

府的决策，进而促进了民众政治信任的提高。与此同时，村庄民主参与亦为民众提供了一种监督和

问责政府的机制，促使政府更加负责和透明，这种监督和问责能够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6]。其

三，村庄民主参与有利于干群信息反馈与工作透明度。民众通过民主参与能够直接了解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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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结果，从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这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减少猜疑

损耗。

制度安排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制度、政治活动参与以及民主的

整体运行质量状况等。这些民主制度安排与运行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而对农民幸福

感的提升产生影响[27]。政治信任亦是如此，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其期待

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和政府绩效、政治体系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价[28]。

政治信任一般包含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和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政治学视角看来，公众对政府机构

的信任和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即政体的公众合法性是民主政体能够延续的必要条件[29]。在我国农村，

政治信任有着多层次的信任对象与内容，农民的政治信任主要源自对村干部和乡镇基层政府的信

心[30]。关于政治信任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也在诸多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祁玲玲等研究显示，在当下中

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31]。李宝军等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农民

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32]。

由此，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而增进村民的幸福感。

（2）机制二：腐败抑制的中介作用。腐败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话题，关于腐败的

探讨经久未衰。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腐败抑制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已成为基本共识。大量

研究证明，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越强[22]。机制研究显示，腐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呈现出多元的途径样态。从宏观环境而言，腐败会抑制经济增长，还扩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33]。同时，腐败还可能扭曲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

响。跨国研究证实，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34]。从微观视角来看，腐败的产生会

影响和打击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反之，腐败水平的降低有助于增进社会

信任，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35]。在农村，政治腐败对民众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36]。在影

响政治腐败的因素中，公众参与与公众监督是其重要变量。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指

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民

主，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让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

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来说，政治信任构成了政

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民主参与制度确保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法权利和途径，促进了政府

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逐渐培养了公众与政府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和信任感关系[37]。公众

的政治参与本身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社会监督，这有利于克服各种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遏制政治

腐败现象的滋长。对于基层政治而言，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够有效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利，使他们能够

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这有助于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促进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关注

和参与，从而提高村级治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有利于抑制腐败的滋生。由是观之，农村居民的民主

参与有利于抑制基层政治腐败，进而促进了村民幸福感的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抑制基层腐败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3）机制三：社区环境的中介作用。居民幸福感通常取决于其周边社会存在的主观或客观因素，

并与住区环境密切相关[38]。作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空间载体，农村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

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它涉及到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因此，农村社

区环境无不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感知。乡村社会中，民主活动是影响其社区环境建设

的重要之维。一方面，在乡村政治生态中，村民的民主参与有助于提高农村社区的治理效率。居民

的政治参与可以促使政府更加关注社区的需求和问题，并及时解决社区面临的公共问题，这是营造

良好社区环境的基础。另一方面，村民的民主参与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的政策制定，村民

的话语表达被更多地纳入决策过程，从而使相关角色更加符合村民或农村集体的实际需求和利益，

这些实际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有助于推动社区整体环境的改善。此外，通过参与政治，居民会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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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和关心社区环境问题，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力量，共同推动社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促进乡村的

稳定与和谐，缓解乡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良好的民主参与机制有助于形塑良好的农村社区环

境。关于社区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已有研究多认为社区环境对幸福感存在显著正效应。Li等通过

对北京、广州和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内部的社会环境是影响居住环境感知的重要因素[39]。从可

达性的作用来看，提高文化、娱乐等设施的可达性有利于加强居民社交活动参与，进而提升幸福感[40]。

就邻里属性而言，良好的社区环境以及绿色宜人的开敞空间为人们创造了社交机会，既可以供给现

实的资源互助，又能够给予情感性支持，缓解外部压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负面效应[41]。从中介

效应来看，一方面，社会环境可以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42]；另一方面，社区环境的

质量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舒适性与便利性，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43]。由此可见，村民的村庄民

主参与有助于促进农村社区环境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居住舒适感，进而实现其幸福感的增益。基

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村庄民主参与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发起并完成的一项全国大型农村追踪调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CRRS）。该调查围绕“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支与社会福

祉”“农村居民消费”“乡村治理”和“农村综合改革”等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展开调查，课题组每两年

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第一期大规模农户和村庄调查于 2020年 8-9月在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

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 10个省（自治区）开展，调查数

据覆盖全国 50个县（市）、156个乡（镇），共获得 300份村庄调查问卷和 3800余份农户调查问卷，搜集

了 1.5万余人的家庭成员信息。本研究通过指标选择、缺失值插补（邻近点的平均值）、极端值与异常

值剔除，最终保留了3423个有效农户样本。

2.变量说明

（1）自变量：村庄民主。在村庄民主研究中，学界常利用村庄选举作为村庄民主的衡量指标[44]。

同时，也有学者采用村民参与村民大会的频率进行村庄民主的表征[19]。与村庄是否进行选举相比，参

与村民大会的次数更能体现村民村庄民主的参与程度。因此，本研究采纳后者的衡量方法，采用过

去一年村民参与村民大会的次数对村庄民主参与进行表征。

（2）因变量：幸福感。在民众幸福感的研究中，多是以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李克特量表进行表征

的[4]。不可否认的是，仅用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幸福感取向的内涵与外延，加之实际调研

中受即时情绪的影响，也容易造成一定的测量误差。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具有还原论和简单化倾向，

难以体现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学界也呼吁从多方面评估和揭示幸福感的本质，推动幸福感理论的深

入发展。基于此，农民的幸福感应当是一个多维的复合概念，进而才能更好地刻画与阐释农民的实

际幸福感。再通过已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等权重方法，计算多个维度的均值，最终形成具有可比性

的幸福感指标[44]，具体见表 1。因此，本文以“民生三感”为基础，结合数据可得性，构建农民幸福感的

多维指标。具体包括生活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幸福状态、家庭收入满意度、道路条件满意度、饮水

状况满意度、网络条件满意度、医疗服务满意度以及社会治安满意度等 8个指标，分别用五级李克特

量表进行衡量。

（3）中介变量：①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一般包含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和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

本土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中，一般操作化为公民对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度[45]。同时，考虑到中国农村

的地域特殊性，因此采用村民与村干部间的信任关系进行表征，变量为“您信任村干部吗”，具体包含

“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五级李克特量表。②腐败抑制。选取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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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调查的题项即“您觉得基层村干部腐败问

题严重吗？”进行识别。具体选项为“不严重=
1；一般=2；比较严重=3；非常严重=4；不了

解=5”。由于“不了解”表明村民对当前的腐败

状态不清楚，即是说无法进行主观评价，因此不

进行数字赋分。原有的五级量表调整为四级量

表，即“不严重=1；一般=2；比较严重=3；非常

严重=4”。③社区环境。社区环境指的是居民

所在社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总和，中国乡村

振兴调查访问了农村居民居住的整体感受，居住

环境的满意度可直接反映社区环境的质量，因而

本文主要采用农村居民对所在居住社区环境的

整体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具体用“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进行 1~5五

级赋值。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在村民个

人层面，纳入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信

仰、党员身份、干部身份、身体状况等个人特

征[19,44]。同时，还考虑了宅基地面积、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家庭收入等家庭特征变量。变量描述

性统计见表2。
3.研究方法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为连续变量，因

此构建 OLS 模型考察村民民主参与对其幸福的

影响。

Happinessi = α0 + α1Democratici + α2nControli + εi    （1）
式（1）中，α0为常数项，Happiness为因变量，表示第 i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Democratici表示农村

居民 i的民主参与情况，Controli表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αi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干

扰项。

为检验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构建了模型（2）。采用江艇的两步法建议[46]，设

置了政治信任、社区环境和腐败抑制三个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理论上存在较为

直观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再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方法去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两步法重

点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机制检验。若式（1）和式（2）两个系数均显

著，则说明存在机制变量表征的传导路径。

表2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自变量

村庄民主

因变量

幸福感

中介变量

政治信任

社区环境

腐败抑制

控制变量

收入

性别

年龄

民族

信仰

受教育水平

党员身份

村干部

健康

宅基地面积

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

变量释义

参与村民大会的次数

综合指数/1~5赋值

对村干部的信任水平/1~5
赋值

居住环境满意度/1~5赋值

基层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吗/
1~4赋值

家庭收入（取对数）

男=1；女=0
实际年龄/岁
汉族=1；少数民族=0
有信仰=1；无信仰=0
未上学=0;小学=1;初中=
2;高中=3;专科=4;本科及
以上=5
党员=1；非党员=0
是=1；否=0
与同龄人相比的健康状态如
何/1~5赋值

单位/平方米

单位/亩
流转=1；未流转=0

均值

2.938

4.009

4.304

4.093

1.338

4.673
0.760
57.12
0.870
0.130

1.779

0.254
0.161

3.576

239.0
21.08
0.538

标准差

2.840

0.514

0.775

0.833

0.632

0.481
0.427
11.17
0.337
0.336

0.997

0.435
0.368

0.923

210.7
73.50
0.499

表1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变量

生活状况满意度

家庭生活幸福状态

家庭收入满意度

道路条件满意度

饮水状况满意度

网络条件满意度

医疗服务满意度

社会治安满意度

变量释义

对现在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赋值1~5
您家现在的生活幸福吗/赋值1~5
对去年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赋值1~5
对通村组与入户道路的路面条件满意吗/赋值1~5
对当前饮水安全状况整体是否满意/赋值1~5
从网络得到的信息能否满足日常需求/赋值1~5
对村/乡镇医院或卫生室的服务评价/赋值1~5
对本地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赋值1~5

均值

4.061
4.159
3.543
3.997
3.886
3.884
4.142
4.400

标准差

0.854
0.823
1.060
0.962
1.098
1.110
0.654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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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 β0 + β1Democratici + β2nControli + εi （2）

三、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显示了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估

计结果，模型 1是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

直接影响，从表3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其他

变量情况下，村庄民主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2 是加入了

村民个体特征后的估计结果，回归显示，村庄民主参

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3是进一步加

入了村民的家庭特征，估计结果表明，村庄民主对农

户幸福感的影响仍在 1% 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在所有实证结果中，村庄民主参与的系数均为

正，且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村庄民主参与

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H1得到验证。

2.中介机制检验

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就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

福感影响的中介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具体从政治

信任、腐败抑制和社区环境三个中介机制展开，分析

结果见表4。
政治信任方面，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村庄民主与

政治信任的回归系数为 0.014，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的民主参与可以显著提高

其政治信任。在政治信任与幸福感的研究上，相关研

究证实，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其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31]。李宝军等对农民幸福感的研究表明，政治

信任与农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32]。

因此，村庄民主参与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而增进农村居民的幸福感，H2得到验证。

腐败抑制方面，表 4中的实证结果表明，村庄民主具有显著的腐败抑制效应，随着村民民主参与

的提升，其腐败抑制效果越好。腐败与居民幸福

感息息相关，张国林等研究发现，腐败会显著降

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腐败可以通过显著降低民

生性支出的比例，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36]。且相

比于其他群体，腐败对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幸

福感的降低更为明显[47]。基于此，村庄民主可以

通过抑制腐败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H3成立。

社区环境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村庄民主对社区环境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的社区环境感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越是民主参与，其社区环境

满意度越高。社区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大量研究证明社区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

显著的正向效应。李超等研究表明，社区环境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48]。通过构建和谐共处、邻里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村庄民主

收入

性别

年龄

民族

信仰

受教育水平

党员身份

村干部

健康

宅基地面积

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

样本量

模型1
0.0155***

（0.003）

3422

模型

0.009***

（0.003）
0.154***

（0.020）
-0.003
（0.028）
0.005***

（0.001）
-0.047***

（0.031）
-0.008
（0.030）
-0.010
（0.011）
0.105***

（0.023）
0.034

（0.026）
0.125***

（0.010）

2814

模型

0.010***

（0.004）
0.157***

（0.021）
-0.001
（0.029）
0.005***

（0.001）
-0.050
（0.032）
-0.101***

（0.031）
-0.014
（0.011）
0.111***

（0.024）
0.040

（0.028）
0.126***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20）

2606
注：*、**、***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表4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N=2606

项目

村庄
民主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政治
信任

0.014***

(0.006)
已控制

已控制

T值

2.43

腐败
抑制

-0.016***

(0.005)
已控制

已控制

T值

-3.29

社区
环境

0.012**

(0.006)
已控制

已控制

T值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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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治安状况良好的村庄环境能够保障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49⁃50]。综上，

实证结果支持了H4，即村庄民主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社区环境进而促进村民的幸福增益。

3.内生性讨论

农村居民的村庄民主参与与其幸福感知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幸福感知越高的民众可能更

愿意参与村庄民主。因此，有必要对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

取同县内部被访农户所在行政村的民主参与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个体民主参与水平与同村其他农户

的民主参与水平有密切联系，满足相关性假设；同时，其他农户民主参与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的幸

福感，确保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具体情况如

何，则还需要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性检

验，具体采用 2SLS 方法进行估计。根据表 5 结

果，一阶段Ｆ值超过了 100，远大于 10，表明所选

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

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

明村民民主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H1进

一步得到了验证。

4.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

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替换因

变量。借鉴已有的研究，将因变量“幸福感”替换

为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满意度”[48]。回归结果

显示，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其结论与上文基准

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其二，改变样本容量。在

现有 10个省（自治区）的样本范围中，随机剔除某

一省（自治区）的样本数据，本文随机选取了黑龙

江省的数据样本，剔除的样本量为 343。回归结

果如表 6所示，村庄民主依然正向影响村民的幸

福感，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见，稳健

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四、进一步分析：异质性

异质性分析能够更为深入理解研究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群体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经历和行为，对这些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现象的本质。农村居民的差异化研

究中，个体特征差异通常是学者关注的典型话题。其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基于年龄的代际差异

等是经典异质性分析指向。人力资本差异通常用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进行表征，代际差异通常用年龄

进行划分。除此之外，个体的财产特征也是异质性分析的重要指向。本文从财产稳定性的视角关注

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房权与地权的稳定是影响其财产稳

定性的核心要素。由于我国乡村的土地确权颁证已基本完成，而宅基地的确权颁证很多地方还在实

践探索中，因此，农村居民财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宅基地的确权上。基于此，异质性分析主要从农村

居民的人力资本差异、代际差异以及财产稳定性差异等视角展开。

1.人力资本差异

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7），村庄民主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

幸福增益差异。村庄民主对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敏感，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表 5　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N=2606
项目

村庄民主

IV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F统计量

第一阶段

-
8.761***（0.830）

已控制

已控制

111.495

第二阶段

0.038***（0.010）
-

已控制

已控制

-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村庄民主

收入

性别

年龄

民族

信仰

教育水平

党员身份

村干部

健康

宅基地面积

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

样本量

模型4/更换因变量

0.013**（0.006）
0.148***（0.035）
0.039（0.048）

0.011***（0.002）
-0.125**（0.053）
-0.155***（0.052）
-0.041**（0.019）
0.169***（0.040）
0.073（0.046）

0.188***（0.016）
0.000（0.000）
0.000（0.000）

-0.032（0.033）
2606

模型5/改变样本容量

0.011***（0.004）
0.147***（0.023）
-0.002（0.030）
0.004***（0.001）
-0.034（0.034）

-0.101***（0.033）
-0.015（0.012）
0.100***（0.026）
0.035（0.029）

0.126***（0.011）
0.000（0.000）
0.000（0.000）
0.011（0.021）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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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反，村庄民主对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高中以下

学历的农村居民在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社交网络和社区支持

上可能更加依赖村庄民主。因此，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居民可能更加重视与社区的融入和归属感，

而这种归属感的满足与村庄民主的开展情况密切相关。相比之下，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可能

拥有更多的个人资源和社交网络，且更多关注个人发展，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对村庄民主

的支持系统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对村庄民主的感知不显著。

2.财产稳定性差异

财产稳定性方面，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中影响显著，

而对没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在村庄中

拥有相对稳定的财产权利，因此更有可能参与到村庄的民主决策中。通过参与民主决策，这些农户

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提高了对村庄民主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最终对幸福感产生影

响。同时，拥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通常对村庄的归属感更强，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村庄的

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归属感有助于增强农户对村庄民主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幸福感。

相较而言，没有宅基地确权颁证的农户可能由于缺乏稳定的财产权利，对村庄民主的参与度和认同

感相对较低。因此，宅基地确权颁证对这部分农户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3.代际差异

在样本分布的基础上，以受访者年龄为基准，大致分为 40岁及以下、40~60岁、60岁及以上三个

年龄段。分析结果显示，村庄民主对农村青、中壮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而显著影响着农村高

龄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期望也会发生变化。农村高龄居民可能更

加注重传统的社区价值观和归属感，而村庄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能够满足他们对社

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期望。而农村青、中壮年居民相对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和社交网络，

其生活更多依赖城市的社会系统，因而对村庄民主的依赖程度和关注度都相对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农民幸福感知在个人和农村社会发展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基层民主的视角出发，构建

了村庄民主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民

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显示，村庄民主可以显著提升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且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

增益作用，可以通过提升政治信任、改善农村社区环境以及腐败抑制等路径机制得以实现。异质性

分析表明，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特征农户群体中呈现了差异化特征。村庄民主

可以显著影响高中学历以下、60岁及以上以及完成了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本文研究结论肯定了村庄民主对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增益效应，并从政治信任、社区环境以及腐

败抑制等途径揭示了村庄民主对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实现机制。尽管考虑了农民幸福感的多维性，但

与既有研究一致的是，本文又进一步证实了村庄民主对农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在

基本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幸福效应的何以可能与群体差异，这对政策的改进提供了视角与路

径。由此，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其一，重视村庄民主过程，提升农民民主参与。长期的发展中，我国

的民主制度与民主形式已经十分成熟。因此，相较于民主形式，民主过程更能彰显我国村庄的民主

表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村庄民主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高中以下

0.0121***（0.004）

已控制

高中及以上

-0.003（0.009）

宅基地确权

确权

0.011***（0.004）

已控制

无确权

0.008（0.010）

代际差异

40岁及以下

0.013（0.016）

已控制

40~60岁

0.006（0.005）

60岁及以上

0.014**（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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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与价值。要充分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

农民根本利益。要积极拓展民主参与渠道，通过建立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形式，引导农民

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微信群、公众号等，建立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参与渠道，切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其二，维护干群关系，增进

政治信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积极打造干群关系增益机制，进而

提升政治信任。一方面，转变干群思路，促进乡村治理实现由管理到服务转型。即坚持以服务为导

向，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愿，实事求是，推动干群关系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利益的政务信息，提升政务信息的及时性、透明性与准确性。同时，加强与群众的

沟通交流。通过座谈会、走访、线上交流等方式，与群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增强互动与互信。其

三，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可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等方

式，促进乡风文明。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消除不良风气，营造和谐文明的乡村氛

围。另一方面，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强化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切实满足村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引导与鼓励村民参与，提高其文化参与度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幸福感。其

四，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对基层干部和代表进行有效监督和评价。通过设

立举报电话、信箱等方式，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不断推动农村基层治

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其五，关注老年群体的民主事项和农村居民的财产稳定性。我国农村居民正

发生着深刻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民幸福治理中，要重视农民的异质性差异。民主决议事项上，要与农

村的老龄化人口结构相适应，村庄民主事项可以适度地向老年群体倾斜，更多地将老年群体的需求

纳入到村庄民主的治理事项中，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与参与。财产稳定性上，全方面构建农

村居民财产稳定性的幸福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确权工作，赋予

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提升农民的安全感，进而提升农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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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Democracy and Farmer Well-being

——A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HEN Jiping， ZHAO Limin， REN Dapeng

Abstract Enhancing farmers’ well-be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Using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village de⁃
mocracy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mechanism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this impact. The re⁃
search indicate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has a happiness effect and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rural resi⁃
dents’ well-being.  Pathway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can improve rural resi⁃
dents’ happiness by enhancing their political trust， suppressing corrup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mproving their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village democrac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less than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ose aged 60 and above， and those who have completed the confirmation of rural 
homestead property rights. Therefore， to enhance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we can focus on valuing 
the process of village democracy， promoting farmers’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aintaining relations be⁃
tween the rural officials and residents， enhancing political trust to foster political trust， improving the ru⁃
r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villages， refining super⁃
visory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and addressing democratic matters relevant 
to the elderly and ensuring  property stability for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village democracy； well-being； political trust；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rruption in⁃
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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